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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颠覆性创新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本文研究聚焦于R&D资源

配置这一企业内部关键决策，试图揭示其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为企业管理者在“追求前沿科学突

破”与“满足当前市场需求”之间进行权衡提供了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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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scalating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determinant of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nal strategic allocation of R&D resources, seeking to elucidate its mechanistic impact on dis-
ruptive innovation.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research provides critical insights 
for corporate decision-makers in balancing the pursuit of frontier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with the 
fulfillment of existing market demands, thereby offering substantial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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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颠覆性创新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李泽

建，2024) [1]。由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孙早，2017) [2]，因

此，企业的 R&D 结构，也即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组合对其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就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重要问题。颠覆性创新指企业通过差异化的新技术、产品或服务来满足非主流市场或新市场消费者

需求，导致产业结构等产生彻底的变革，最终替代原有主流市场产品或技术的过程(Christensen, 1997) [3]。
颠覆性创新往往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和长期的技术积累，这与基础研究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基础研究为

其提供理论支持和创新成果，可能引发技术革命(方晓霞，2024) [4]。没有基础研究，企业颠覆性创新则

会成为无源之水。应用研究可以促进技术的开发与应用(Lim, 2004) [5]，没有应用研究，基础知识难以转

化为产品和技术(Ceccagnoli, 2024) [6]，颠覆性创新将难以实现。因此每个行业应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之间有一个相对合适的组合。例如，蒋海威在其研究中指出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投入，即

企业的 R&D 结构，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蒋海威，2022) [7]。然而，这一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一般性

创新的影响，尚未深入探讨 R&D 结构对颠覆性创新的具体作用。 
研究表明，创新生态系统为颠覆性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培育平台。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在生态系

统中的位置，即生态位，不仅反映了当前的资源占有状况，更预示着未来的创新发展潜力(雷雨嫣，2019) 
[8]。如果企业所能够利用的资源多，那么丰富的资源储备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多

元化的支持，这种资源的丰富性赋予了企业更大的灵活性，使得企业能够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有效地

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不断拓展创新的边界，从而大幅提升了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可能性。若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少，可能导致企业视野的狭窄，限制了企业探索新市场和新技术的能力，在特定领域

深耕，从而限制其颠覆性创新的能力(解学梅等，2024) [9]。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探讨企业 R&D 结构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在构建“R&D 结构–企业颠

覆性创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生态位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模型，进一步揭示上述路径和情境对企

业 R&D 结构与企业颠覆性创新关系的影响。 

2. 颠覆性创新概念及其机制 

颠覆性创新这一概念由 Christensen 提出，他认为颠覆性创新是指在低端市场或新兴市场中，通过推

出更简单、更便宜、更便捷的产品或服务，逐步颠覆现有主流市场的创新模式。这类创新起初可能不被

主流市场认可，但因其满足了被忽视用户的需求，最终会取代现有领先企业的地位(Christensen, 1997) [3]。 
Christensen 将颠覆性创新细分为低端颠覆和新市场颠覆两种核心类型。其中，低端颠覆是指在现有

市场的低端细分领域，新进入者通过提供性能满足基本需求但价格更低、操作更简便的产品或服务，吸

引对价格敏感且不需要过高性能的客户群体，逐步侵蚀在位企业的市场份额(Christensen, 1997) [3]。这类

创新起初往往不被主流市场认可，但因其精准满足了被忽视的低端客户需求，最终可能取代现有领先企

业的地位。而新市场颠覆则是通过创造全新的市场空间，满足那些原本未被服务的潜在客户需求——这

些客户可能因现有产品价格过高、使用门槛过高等原因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新进入者通过推出更便捷、

更易获取的产品或服务，将非消费者转化为消费者，从而开辟全新的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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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位企业通常专注于主流市场的渐进式创新，导致产品性能超出部分客户需求，同时忽视低端

市场(Li, 2013) [10]。这种“市场超调”为新进入者创造机会，使其能以更低成本、更简单或更灵活的产

品吸引被忽视的客户群体(Dzimba, 2022) [11]。随着技术改进，颠覆性产品逐步提升主流属性，最终蚕食

在位企业的市场份额，甚至重塑行业格局。 
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探讨颠覆性创新的驱动因素。在企业内部层面，组织

战略被认为是影响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战略导向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创新路径选择

(杨瑾，2023) [12]。知识管理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它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整合内外部知识资源来推动颠覆

性创新。此外，企业规模也被证明是一个重要变量，中小型企业往往比大型企业更具颠覆性创新的动力

和灵活性。 
在外部环境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颠覆性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机会(秦伟娜，2024) 

[13]。政策支持则通过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降低了企业的创新风险，而市场需求的变化常常成为触

发颠覆性创新的直接诱因。这些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的生态环境(何郁冰，2024) [1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研发活动作为创新的重要来源，现有研究对 R&D 结构这一关键因素的探讨

相对不足。特别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资源配置比例，作为技术突破的核心驱动力，其对颠覆性创新

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基础研究可能带来根本性的技术变革，为颠覆性创新奠定科学基础；而

应用研究则更关注技术的市场化应用，直接影响创新的商业价值。二者之间的最优配比如何影响企业的

颠覆性创新能力？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3. 理论分析与研究 

3.1.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 

企业 R&D 活动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其内部结构配置对创新绩效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将 R&D
结构定义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这一结构特征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路径与产出质量。现有

研究表明，R&D 结构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 U 型关系(张龙鹏和钟易霖，2021) [15]，即存在

一个最优的基础研究占比，能够最大化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产出。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差异化但互补的作用。基础研究致力于探索科学原理和自

然规律，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知识储备(Ceccagnoli, 2024) [6]。通过增强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Mar-
tinez-Senra, 2015) [16]，基础研究不仅能够提升原始创新水平，还能为突破性技术变革奠定基础(方晓霞，

2024) [4]。然而，过度侧重基础研究可能导致研发周期过长、商业化进程缓慢，降低创新效率。 
与之相对，应用研究聚焦于技术开发和产品转化，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Lim, 2004) [5]。对于技术

追赶型企业而言，应用研究的短期效益更为显著(孙早，2017) [2]。但若过度依赖应用研究，企业可能陷

入“创新陷阱”，难以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蒋海威，2022) [7]。这种两难困境凸显了优化 R&D 结构的重

要性。 
在此基础上，Prettner 和 Werner 通过理论建模进一步论证了最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的存在性(Prettner

和 Werner，2016) [17]。这一结论得到了张龙鹏和钟易霖(2021)的实证支持，他们发现基础研究经费占比

与专利产出之间呈现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张龙鹏和钟易霖，2021) [15]。 
从作用机制来看，李政的研究揭示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效应，他认为适度的基础研究投入

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放大应用研究的创新产出(李政，2021) [18]。然而，这种协同效

应具有区间最优特征，蒋海威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基础研究占比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先加速增

长后增速放缓的变化趋势，这为倒 U 型关系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蒋海威，2022) [7]。这些研究发现共

同表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最优配比区间，偏离这一区间都会导致创新效率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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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颠覆性创新存在低端颠覆和新市场颠覆两种不同类型，R&D 结构对二者的影响

在具体表现和作用逻辑上存在差异。 
在低端颠覆场景中，R&D 结构需以“成本控制下的性能适配”为核心逻辑。低端颠覆的市场基础是

现有主流市场中被在位企业忽视的价格敏感群体，其需求痛点集中于“够用即可”的基础功能与更低的

获取成本(Christensen, 1997) [3]。因此，应用研究的资源投入占比往往与低端颠覆的成功率呈现更强相关

性：应用研究通过对成熟技术的模块化简化、生产工艺优化及非核心功能剥离，能够在短周期内实现产

品成本的阶梯式下降(Dzimba, 2022) [11]。相比之下，基础研究的高投入可能形成“创新冗余”——基础

研究追求的底层技术突破通常伴随长周期和高沉没成本，而低端市场对技术迭代速度的容忍度远低于高

端市场，过度倾斜基础研究资源反而会因研发成本转嫁导致产品价格失去竞争力，偏离低端颠覆的核心

价值主张。 
对于新市场颠覆，R&D 结构的核心逻辑转向“技术突破性与场景适配性的协同”。新市场颠覆的关

键瓶颈在于突破现有技术体系的性能边界或成本约束(Schmidt 和 Druehl，2008)。基础研究在此过程中扮

演“源头供给”角色：基础研究对物质结构、能量转换等底层规律的探索，能够催生具有颠覆性潜力的

技术轨道。此时，基础研究的资源投入强度与新市场的技术壁垒高度正相关。而应用研究的作用则聚焦

于“场景转化”，即通过用户需求挖掘、原型迭代等方式，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符合新市场使用习惯

的商业化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新市场颠覆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配置存在阈值效应，当基础研究投

入未达到触发技术跃迁的临界点时，单纯增加应用研究资源难以实现市场创造；而超出阈值后，应用研

究的边际贡献会显著提升。 

3.2. 生态位对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关系的影响 

生态位理论最初用于描述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资源利用关系(彭文俊，2016) [19]，后被引入创

新领域，用于分析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获取、竞争与合作关系。生态位宽度反映企业利用资源

的多样性，生态位重叠度则表征企业间的资源竞争程度，二者均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徐梦周，2020) 
[20]。 

首先，生态位宽度较大的企业通常具备跨领域的异质性知识储备，这对提升企业潜在吸收能力至关

重要。潜在吸收能力体现在企业识别、获取和理解新知识的能力上。当企业开展较高比例的基础研究时，

宽生态位带来的多样化知识储备能让企业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领域，使其在面对基础研究中产生的新知

识、新理论时，能更敏锐地识别出其中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内容(Zahra, 2019) [21]。同时，多样化的知识储

备也为企业理解这些复杂的基础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思路，降低了理解难度，从而更高效地获

取基础研究领域的关键知识，为后续的创新转化做好准备。 
在现实吸收能力方面，宽生态位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吸收能力强调企业对获取的知识进行整

合、转化并应用于实际创新的能力。姚艳红(2017) [22]指出，宽生态位企业具备的跨领域知识整合经验，

能增强其将基础研究成果进行重组和应用的能力。较宽的生态位使企业能获取更丰富的创新资源，这类

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Smith, 2016) [23]，在保持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灵活调整应用研究方向，将

基础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结合。这种能力使企业能更好地平衡长期知识积累与短期技术开发的

关系(Pel 和 Kemp，2020) [24]，将基础研究成果高效地转化为实际的颠覆性创新产品或服务，实现 R&D
结构配置的最优化。 

较高的生态位重叠度则通过抑制吸收能力的培育，对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

作用。较高的生态位重叠度意味着企业间资源同质化程度加剧(徐梦周，2020) [20]，这种竞争环境会促使

企业更倾向于投资见效快的应用研究，而减少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当企业生态位重叠度较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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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排他效应会显著增强(王展昭，2024) [25]，这不仅限制了企业获取多元化知识的能力，还会降低企业

进行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意愿，进而阻碍颠覆性创新的产生。 
生态位重叠度过高还会削弱企业间的合作意愿，减少知识溢出的可能性。这种合作障碍会限制基础

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使得即便企业保持较高的基础研究投入，也难以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颠覆性创

新。但总体上，高生态位重叠度通过加剧资源竞争、强化路径依赖和阻碍合作创新等机制，对 R&D 结构

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因此，生态位宽度通过提升潜在吸收能力与实现吸收能力，在企业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之

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生态位重叠度则通过削弱吸收能力的培育与应用，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位宽度在企业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生态位重叠度

在企业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系统考察了企业 R&D 结构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揭示了生态

位特征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企业 R&D 结构，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与颠覆性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

系，具体表现为：当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从较低水平逐步提升时，企业颠覆性创新能力随之增强；然而，

当基础研究占比超过某一临界值后，继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反而会导致颠覆性创新绩效下降。适度的基

础研究投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和技术储备水平，为颠覆性创新奠定基础；而合理的应用研究投入则

确保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偏离这一最优比例，无论是过度侧重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会降低创新

效率。 
第二，生态位宽度在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较宽的生态位使企业具备

跨领域的异质性知识储备，能够更好地整合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开发需求。这类企业凭借多元化的资源

获取渠道和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以更有效地优化研发结构配置，从而强化基础研究对颠覆性创新的

促进作用。 
第三，生态位重叠度对 R&D 结构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高重叠度导致的资源同质

化和竞争加剧，会促使企业偏向短期导向的应用研究，抑制基础研究投入。同时，过度竞争造成的合作

障碍还会阻碍知识溢出，削弱研发结构的创新效能。 

4.2.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企业创新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建议。首先，企业应当重视研发投入结构的优化配

置，建立科学的研发管理体系。具体而言，需要根据行业特征和发展阶段，将基础研究投入比例控制在

合理区间内，并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动态调整研发资源配置。 
其次，企业应当积极拓展生态位宽度，通过跨领域合作、并购创新型企业等方式构建多元化知识储

备，同时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增强技术吸收能力。 
第三，要着力降低生态位重叠的负面影响，实施差异化创新战略，构建创新生态系统联盟，将竞争

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 
最后，企业需要完善创新管理体系，建立基础研究的长效投入机制，优化差异化的绩效评估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措施将帮助企业突破创新困境，在保持应用研究快速响应市场能力的同时，通

过适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来培育颠覆性创新能力，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发展和竞争优势。企业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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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系统性地将这些启示转化为具体的创新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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